
墨家逻辑中的两种“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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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墨家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墨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重要思想，是中国逻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凡承认

墨家逻辑中有“真”概念的学者，都认为墨家的“当”“是”等词可作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语词；而不承认墨家逻辑

中有“真”概念的学者，则多数认为墨家逻辑以论辩为目的，致使伦理价值特点过度卷入，从而使得墨家的“真”概
念局限在语用上而非语义层面。 事实上，这一观点仅表明墨家逻辑中的“真”概念并不仅止于符合论层面，而更体

现着信念一贯性意义上的“真”，而这种“真”判断是依托于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融贯。 无论是作为判断言

辞标准的“三表法”中的“本”与“原”，还是墨家将“十论”作为言辞判断依据的特点，都在墨家的论证系统内部保持

着一致的信念。 由此观之，墨家逻辑中显然在符合论的基础上更存在着融贯论的“真”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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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逻辑传入，中西逻辑比较研

究成为理所当然。 其中，墨家逻辑中是否有“真”概
念的问题，乃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

重要议题。 一些学者通过中西比较研究，认为《墨
经》（学界一般将《墨子》一书中的《经上》 《经下》
《经说上》 《经说下》四篇看作狭义《墨经》，将加上

《大取》《小取》两篇共六篇看作广义《墨经》，本文

中《墨经》通指广义《墨经》）中的“当”“然” “是”等
词可以诠释为西方形式逻辑中的“真”，一般都将其

解释为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形式逻辑意义上的

“真”，即“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必相符

合” ［１］３３，也就是符合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意

义上的“真”。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诸如

海外汉学家陈汉生（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就认为中国先秦

时期从未形成一种 “真” 的观念［２］ ，并且墨家的

“当”更多地依赖于言辞的可接受性或可断定性的

语用评价［２］ 。 可以看出，在过往的一些争论上，学

者们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亚里

士多德意义上的 “真” 概念，即符合论意义下的

“真”。 但我们发现，墨家逻辑事实上并未完全脱离

政治伦理性［３］ ，墨家的判断中还包含着它本身的政

治伦理判断，这种判断在“是而不然”的推理中有所

体现，如“杀盗非杀人” （《墨子·小取》）。 而这种

合理的可接受性正是“真”的融贯论（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ｒｙ）中所体现的一大特点。 所以，本文希望进一步

考虑墨家逻辑及“十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
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的政治伦理和

规范性特点，进一步探讨墨家逻辑中符合论与融贯

论并存的“真”概念特征。

一、“三表法”与“十论”：墨家
真假断言之基础

　 　 自西方传统形式逻辑发展至今， 人们在诘问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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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真”“假”问题时，都需要某种与其“真”思想

相关联的标准来作为参考依据。 如较受认可的亚里

士多德符合论的“真”的评价标准为“说非者是，是
者非，则假；说是者是，非者非，则真” ［１］１８６，即一个

命题与事实之间相符合，那么就是真的，反之则为

假。 如说“拜登是美国总统”，同时拜登现在事实上

确实是美国总统，这个命题就是真的；如果拜登现在

不是美国总统，那么这个命题就是假的。 当然，虽然

符合论受认可程度较高，但也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符合论真理是难以认

识的，因为对人来说很难从上帝的视角来判断某个

事物或判断是否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与事实相对应。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沃克（Ｗａｌｋｅｒ）提出了融贯

论的真理论，认为一个命题是真的，在于它与某一信

念系统相融贯。 即一个命题是真实的，当且仅当它

与该系统相一致。 融贯性是真理所包含的全部。 特

别需要强调的是，真理不在于命题与某些独立于信

念的现实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４］ 。 如，我们说“地
球是圆的”这一命题为真，并不是在形而上学的意

义上有“地球是圆的”这唯一实在与命题相等同，而
是会认为这个命题与“从太空看到地球是球形的”
“在地球上向一个方向不停地前进最终会回到原

点”“海上总是船帆先出现”等一系列信念相融贯而

认为它是真的。 同时，这个信念集合的系统也并不

是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通过修改系统来接受新的

句子，只要信念在系统内部仍是一致的，我们也可将

新的句子认为是“真”的。 融贯论的这种“真”概念，
其实是一种建立在不停变化的逻辑规范系统中的

“真”概念，它并不是绝对的。 虽然符合论与融贯论

在“真”这一标准是什么上存在分歧，但我们仍可发

现，不论对于“真”是什么存在多大的分歧，“真”作
为命题判断的一种标准的作用却是不变的。

在这一点上，墨家逻辑在对言辞的真假进行断

言的时候，也有一个类似的标准———“三表法”。
《墨子·非命上》说：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 言而毋仪，譬犹运钧

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

明知也。 故言必有三表。 何谓三表？ 子墨子言

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

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 废（发）以为刑政，观

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这是在说，判断言辞必须要有某种依据作为参

照。 墨子认为有三种东西能够作为依据，分别是本、

原、用。 “本”来源于以前圣王所做的事，是一种历

史经验的参照；“原”来源于百姓耳濡目染所见所闻

的实际，是一种日常经验的参照；“用”则是考察言

辞在使用中给百姓带来的好处，是一种效用上的参

照。 在墨子看来，对于任何言辞，都需要通过本、原、
用这三者来进行考察，才能形成正确的判断。

关于“三表法”是否为墨家逻辑的“真” “假”判
断起到了语义上的判断标准作用，还存在一定的争

论。 如陈汉生就认为墨家文本中的“三表法”并不

检验语句或者判断的真假，而仅仅检查语言的使用

是否恰当［５］ 。 他还进一步认为，先秦时期对于语言

的讨论就仅集中在“名”上，很少或者说根本不关注

句子或陈述的作用，同时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在对话

语进行评价时，主要关注的是它们是否是“可” （可
接受）的，而“可”仅是一个语用概念，所以先秦时期

的思想家们都仅关注话语是否可接受的语用问题。
因此，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实际上都没有形成“真”
的概念［２］ 。 方克涛（Ｃｈｒｉｓ Ｆｒａｓｅｒ）赞同陈汉生对于

“三表法”的观点，认为“三表法”并没有形成语义性

的评价，并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而是关于正确的

“道”的一个普遍概念，但他坚持认为墨家在其他文

本中具有语义真概念［６］ 。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三表法”是能在语义层面

上作为判断标准的。 张万强认为 “三表法” 中的

“本”是一种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语义的，“原”关
心的是言辞与经验事实是否相符，就是对于言辞真

假的认识，所以显然 “三表法” 中是有语义因素

的［７］ 。 但考虑墨家逻辑中“三表法”是否具有被作

为一种语义标准可能的时候，同时还应该考虑“三
表法”作为一个标准的目的，以及墨家对于言辞的

态度。 显然，墨家“三表法”的目的是作为言辞判断

的标准，判断言辞的是非。 而墨家对于言辞的态度

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墨子·小

取》），这里“以辞抒意”指的就是通过语句来表达思

想和意义。 如此便可直观地看出，“三表法”所判断

的对象本身就具有语义层面的要素。 所以从目的上

来说，墨家的“三表法”显然是试图构建一个语义问

题的判断标准。
此外，“三表法”中的“本”，虽然确有着古者圣

王的历史实践经验这个层面的语义特点，但受限于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家未能将理性完全独立于经验之

上的特征［８］３，以及墨家的最根本目的———实现去

乱求治、兴利除害的政治抱负，墨家在论证原则和判

断的动机上都天然地具备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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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者圣王之事”的使用上也存在同样的特点。
墨家实质上是试图借由历史实践经验证据来表达自

身对于言辞的规范标准，即符合“兼相爱，交相利”
的规范原则，这种规范原则显然具有言辞意义上的

规范，也具有言辞使用上的规范，所以“三表法”的

“本”在语义和语用上都具有判断作用。 在“原”上，
墨家表达的是百姓的日常经验，这种日常经验在墨

家思想中并不像陈汉生说的那样仅是一种语用的判

断，而是具有知识性的。 在墨家的知识论中，日常经

验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的来源。 《墨子·经上》中将

“知”分为“闻、说、亲、名、实、合、为”等，其中的“闻
知”和“亲知”“为知”都是一种日常经验的知识。 此

外，墨家对于知识还呈现出一种对于正确使用的关

注，如《墨子·贵义》中说：“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

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 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

知也。 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

也。”显然墨家认为知道某知识实际上就是能够正

确地使用它。 以此观之，“三表法”中的“原”也具有

语义和语用上的双重特征。 从语义层面看，墨家对

“闻知”“亲知” “为知”等经验知识的关注，以及墨

家对于知识能否正确使用的关注，都表明了在言辞

的意义这一知识上，墨家关注的是意义的规范特点，
即言辞的意义是否符合其意义使用的规范。 从这一

点看，墨家的“原”毫无疑问是具有语义特征的。 从

语用层面看，墨家显然也直接关注言辞在日常使用

中是否能够顺利有效地运作。 同样基于墨家的目的

特点，“原”也与“本”一样力图借由日常经验来表达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言辞的规范标准，而这种

规范显然也是关注言辞使用的效果的。 所以“三表

法”中的“原”依然具有语义和语用的双重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墨家除却“三表法”以外，还进

一步认为天下之事都需要有一种判断的依据。 《墨
子·法仪》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

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那么将什么作为依据？ 墨

家认为“天”是最好的。 《墨子·法仪》说：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 当皆法其父母奚

若？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

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当皆法

其学奚若？ 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

其学，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当皆

法其君奚若？ 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

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故

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

治法而可？ 故曰：莫若法天。 天之行广而无私，

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既

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 天之所欲则为

之，天所不欲则止。
墨子在这里集中提出了他关于规则标准的主

张。 父亲、母亲、老师和君王都不能作为一种规则标

准，只有最广大无私的“天”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
依此看来，似乎墨子另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天。 而

对于“天”，《墨子·天志上》说：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

规，匠人之有矩。 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

方员（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

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

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何

以知之？ 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这里的意思是说，墨子有“天志”作为丈量天下

的标准，其中符合“天志”的就是“是”，不符合“天
志”的就是“非”。 而“天志”也就成了墨子衡量天下

言辞的“明法”，即可直接参考的一种标准。 在这

里，“是”与“非”直接表达着一种符合“天志”与不

符合“天志”的状态，可以看作是一种对言辞真假的

判断。 故有学者认为，除“三表法”以外，墨家另一

个判断依据便是“天志” ［７］ 。 但实际上，墨家在文

本中对于“天”的定义并不多，描述也较为零散，如
“天欲义而恶不义” （《墨子·天志上》），“天为贵、
天为知而已矣”（《墨子·天志中》）等，对于“天”的
描述和定义并不具有一贯性和整体性。 如此我们可

以合理地推测，墨家并不关心“天”本身是什么，而
是试图借由“天”在先秦时期的象征性来表达自己

的主张。 事实上，借由“天”来表达自己主张，在先

秦时期是十分普遍的。 如《孟子·告子下》说：“故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

骨……”借由天表达了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的思想主张。 成中英（Ｃｈｕｎｇ－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也提到，
在中国哲学中通常将“天”当作一种较少具有人格

性的概念用以指引人的行为和道德［８］３。 《周易》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通过“天”来表达

君子应自强的主张。 由此可见，以天道诉人法的思

想在该时期是非常普遍的。 基于这样的特点，墨家

对于“天志”的使用实则是想表达“我有天志……
曰：我得以天下明法以度之”，即借由“天”来表达自

己的政治主张。 而墨家借由“天”所表达的一个原

则是“义”，正如《墨子·天志中》说“天欲义而恶不

义”，而“义”与“不义”本质上是墨家通过“兼相爱，
交相利”的核心政治思想对于事物的一种判断。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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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这种政治思想是整个贯通在《墨子》的文本之

中的，墨家的“十论”整个来说基本上是在论证“义”
与“兼相爱，交相利”的合理性。 所以，墨家看似是

通过“天志”在对言辞进行判断，实际上却是在借由

“天”将自己整个融贯的思想规范作为了言辞的判

断标准。
墨家同时将“三表法”与“十论”作为自己的言

辞判断标准，那么在实际的使用之中，这二者谁更为

基础、使用场景更多呢？ 事实上，这两者之中，最为

根本的是“十论”。 前文论述中已经较为清楚地提

到了，在“三表法”之中，虽然包含着历史经验和日

常经验的要素，但是由于该时期的特点，墨家在“三
表法”中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自己的政治思想，而墨

家政治思想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通过“十论”来为自

己的政治伦理信念提供一致性的支撑，即通过“十
论”构建了自己一个融贯的“真”语境。 所以，在言

辞判断上，“十论”显然是更加根本的，但是“三表

法”在经验层面上的判断作用及在使用上的判断作

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墨家符合论的“真”

如上所述，墨家在其文本和思想上形成了一个

对于言辞真假的判断标准，即“三表法”与“天志”。
那么，我们可以明晰地知道，墨家至少在思维上具有

对于言辞真假的关注。 在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关于“真”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表达“真”

这一语义的词项，其所表达的“真”是什么？ 即墨家

逻辑中说一命题为“真”时，是在说什么？
墨家逻辑中是否具有表达“真”的词项这一问

题，学界已经有过相当程度的讨论。 如沈有鼎认为，
墨家逻辑中，由名组成的辞即是命题或语句，辞所抒

之意即是判断，命题符合事实的情形叫作“当”，即
是真的［９］ 。 早期崔清田也在《中国逻辑史》五卷本

中提到，墨家逻辑中的“辞”，相当于形式逻辑中的

命题，“辞”的“当”与“不当”实则是表述某个命题

的真假［１０］ 。 孙中原认为，《墨经》中的“当” 是正

确、恰当，是辞与事实相符，也就是“真” ［１１］ 。 张万

强认为，墨家辩学中“当” “然” “是”可以作为符合

论意义上的“真”的词项，而还有一个“可”也可在

《墨经》中作为一种可接受意义上的“真”概念［７］ 。
由此可见，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认同墨家具有

“真”词项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墨家逻辑中的“真”

词项带有符合论的特点。
西方汉学界也关注到了墨家逻辑中有关“真”

语词的问题。 何莫邪（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Ｈａｒｂｓｍｅｉｅｒ）对于墨

家逻辑中的“真”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墨家没有一个

唯一的词用以表达墨家的“真”概念，而是在不同场

合以多种语词表达“真” 概念，如“是” “然” “有”
“当”“真”等。 他还提到，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家不单

单判断一个陈述是否为真，更是要考虑坚持某个命

题带来的实践价值［１２］１９５－２０１。 方克涛也对此进行

了研究，他认为“当”在墨家文本中作为判断一个命

题正确与否的标准，显然与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的
作用相当。 除了“当”以外，“然”和“是”也在不同

的情境下部分承担语义“真”的功能［６］ 。 他还进一

步考察到，“当”在使用中没有伦理或者其他规范意

义时是一个纯粹的语义问题，可以看作表达“真”概
念，而在其他情况下， “当” 并不仅表示语义规

范［１３］ 。 由此可见，西方汉学界对于墨家的“真”词
项也基本持有一种符合论的看法。

遵循这一情况，可对墨家文本中可能具有“真”
概念的词项进行一定的考察。 墨家文本中是否在语

义层面上将“真”这一词当作“真”概念进行认知呢？
《墨子·辞过》说：

　 　 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

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牝牡雌雄

也。 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
这里的“真”，更像是一种语用意义上的强调

词，表达“的确” “确实”的含义，显然不具备判断标

准意义上的“真”概念。 并且，整个先秦时期的思想

家基本都没有在语义真假的层面上使用“真”一词。
《说文解字》中，将“真”训释为“仙人变形而登天

也”，段玉裁注中将之引申为“真诚” ［１４］３８４。 由此

可见，墨家文本中的“真”并不表达判断标准意义上

的“真”概念。 那么，墨家文本中承担“真”概念的词

项是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词：
１．“当”
观之过往研究会发现，不论是早期国内的墨家

逻辑研究者，还是时代较近的西方汉学家，基本都认

为“当”这一词是最接近语义判断上的“真”概念的，
而这一判断主要来源于墨家文本中如下几段论述：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墨子·经上》
７５）

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 是争彼也。 是

不俱当。 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 （《墨

子·经说上》７５）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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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 （《墨子·
经下》１３５）

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 同则或谓之狗，
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
俱无胜，是不辩也。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

非。 当者胜也。 （《墨子·经说下》１３５）
其中，《墨子·经上》７５ 与《墨子·经说上》 ７５

是对“辩”这一概念的定义。 《墨子·经上》７５ 的含

义是指，“辩”这一行为是对相反问题的争论，辩胜

的人是“当”的。 而《墨子·经说上》７５ 则是对“辩”
做进一步阐释，这里通过对“谓之牛”和“谓之非牛”
的举例，体现了墨家对于矛盾律的认识。 其中“不
俱当”就表达了不可能同时说一物是 Ａ 又说一物是

非 Ａ，即一命题与其矛盾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 墨

家还认为，两个矛盾命题中必有一真。 这里“当”的
判断对象就是“这是牛”和“这不是牛”这样的“辞”
（命题），判断标准则是“辞”所举对象是否符合实

际。 如《墨子·经说上》中提到“（信）不以其言之当

也，使人视城得金”，这是说，当有金子掉在城里，让
人去找，不论是否找到，都不影响自己所说是可信

的，这里的“当”就是说言辞与事实符合的状态。 由

此观之，墨家对于“当”的运用，首先是建立在对于

矛盾律的认识上，表达矛盾命题不可同“真”的意

思，显然在潜在意义上表达了“真”的概念。 其次，
判断“辞”（命题）的“当”与“不当”则是通过对“辞”
与所举的事实是否相符合进行判断的，符合就是

“当”，不符合则是“不当”，显然这就是一种符合论

意义上的“真”概念。 《墨子·经说下》 １３５ 中更是

提到，“辩”就是双方各持一个认为某事物“是”与

“非”的矛盾命题（辞），其中“当”者胜利。 这里，墨
家在文本中所举的例子也是“犬”或者“牛”这般直

观的描述性词语，所以在此墨家的“当”和《墨子·
经上》７５ 及《墨子·经说上》７５ 一样是表达符合事

实的含义的，这与符合论中所说的“说是者是，非者

非，为真”几乎完全等同。 所以，墨家文本中的“当”
显然可以看作是表达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的

词项的。
２．“然”与“是”
这里，将墨家文本中的“然”与“是”两词放到一

起讨论，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词在除《墨子·小取》
以外的文本中都并不具有“真”的含义。 如“然”在
《说文解字》中就被训释为“如此” ［１４］４８０。 《墨子·
经说上》９９ 说：“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

不然者而问之。”墨家在此提出了归纳式的“止”式

推论，即当对方通过列举“然”（如此）的案例就推出

一类事物的情况如何时，我方举一个“不然” （不如

此）的反例来推翻它。 显然，这里的“然”并没有直

接对“辞”进行判断的含义，仅仅只是表达事物的

“如此”这一状态。 同样的，“是”在先秦时期主要是

作为一种代词来使用的，用以指称“某事物”，《墨
子·经说上》２６ 中就提到“得是而喜，则是利也。 其

害也，非是也”，这里的“得是”将“是”作为一个代

词，来指代获得某个事物的含义。 此外，“是”还可

作为表达与“非”相对应的状态，用以区分两个概念

或事物。 这种状态被方克涛看作是建立在“类”基

础上的一种模式识别（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５］ 。 如

前文《墨子·经说上》２６ 中的“则是利也”，就体现

出了对于获得喜欢的东西“是”利的意义，这里“是
利”与“非是”就直接表达了对“利”的辨别。 在此，
“利”本身是一种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显然这

种“是” 与 “非” 的对应，是具有一定政治伦理色

彩的。
但是，《墨子·小取》文本中，“是”与“然”具有

语义上的“真”含义。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

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

也” ［１６］ ，在此提到的“然”和“是”的直接对象就是

“辞”（命题），并且是显然具有判断意味的。 如“臧，
人也；爱臧，爱人也”，这是一个“是而然”的判断。
在这里，“是”表示的是对“臧是人”这一“辞”的判

断，即表达说“臧是人”是符合经验事实的，是“真”
的，后文的“然”则表示，“爱臧就等同于爱人”这一

个判断也是符合经验事实的，是“真”的。 同样，“是
而不然”中提到“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其中的

“是”所表达的依然是对于“车是木头做的”这一符

合经验事实的命题的判断。 “不然”在此表达的，是
对于“然”的否定，即一物不符合经验事实，表达出

来就是认为“乘车就是乘木头”是“不然”的，即不符

合经验事实的。 由此观之，“然”与“是”在《墨子·
小取》这部分文本中，显然是作为对于命题是否符

合经验事实进行判断的词项出现的，可以被看作是

表达“真”概念的语词。
通过上述考察墨家文本中的“真” “当” “然”

“是”等词，不难发现，虽然墨家逻辑的文本中并没

有直接使用“真”这一词汇表达“真”的含义，但墨家

逻辑在论证中确实存在着语义层面上用以表示判断

事物是否符合事实的词项，即表达“真”概念的词

项。 并且在不同的文本中，“当” “然” “是”均表达

了一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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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的第二个问题是，墨家逻辑中是什么

“真”，即墨家逻辑中的真值承担者是什么？ 事实

上，墨家逻辑中是否有真值的承担者这一问题，等同

于在说，墨家是否有能够被“真”所谓述的对象。 通

常认为，“真” 的承担者有四种，分别为语句（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陈述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命题 （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判断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其中由于“命题”本身具有主体间意图

以及具有含义的特点，通常被看作是最适合作为

“真”的承担者的。 那么，墨家逻辑中是否有命题或

者判断的概念，即墨家是否具有真值承担者，是这一

问题的核心。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墨家逻辑中

的“辞”可以看作命题或判断。 比如，梁启超就将

“以辞抒意”诠释为用判断来表达思想的内容［１７］ 。
胡适也认为，墨家所说的“辞”就是现在的判断或命

题［１８］ 。 周云之说：“《墨辩》 《墨经》 中的 ‘辞’ 或

‘言’主要指的是‘意得见，心之辩也’的判断。” ［１９］

西方汉学家何莫邪认为，虽然墨家并没有对“辞”进
行一个严格清晰的定义，但实际上在古代汉语中，是
将“ 辞 ” 当 作 是 可 判 断 真 假 值 的 语 句 来 使 用

的［１２］１８１－１８４。 这里提到的可判断真假值的语句，显
然就是命题。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将“辞”当作

命题的观点。 如陈汉生就认为古汉语中的“辞”只

是“名”简单排列形成的符号串，并不是合乎语法

的［２］ 。 由此观之，墨家是否具有能够作为真值承担

者的命题这一问题，核心在于两点：一是“辞”是否

具有合理的表达意义或思想的功能，二是“辞”是否

能够被“真”进行断言。 只有满足了这两点，“辞”才
能被看作是古代汉语中的命题。

首先，从“辞”本身的含义来看，《说文解字》中
将其训释为“说也，释会意之恉” ［１４］７４２，这就是说，
“辞”有表达思想的目的。 《墨子·小取》中说“以辞

抒意”，即通过“辞”来表达思想或者意义。 《荀子·
正名》 中也说， “辞也者， 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

也” ［２０］ ，“辞”是将不同的名进行统合来表达一个思

想或者意义的。 立足于古汉语文本，我们可以直接

看出， “辞” 在当时显然具有表达思想和意义的

特点。
其次，“辞”在具有表达思想和意义的用途以

后，它还需要能够被断言“真”或者“假”才能被称作

命题。 如一个重言式或者矛盾式命题可直接判断真

假，而一个命题表达的思想是否与事实保持一致，也
可以在符合论意义上判断真假。 《墨子·小取》中

提出要“摹略万物之然”，方法则是“以名举实，以辞

抒意，以说出故”，即通过立言辞来表达思想和意

义，目的则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物的状态。 所以，从
“辞”的出发点就具有了能够被判断真假的反映客

观事物状态的特点。 此外，墨家对于“辞”的成立也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墨子·大取》说：“（夫辞）以
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
以生。”要立一个“辞”，需要考究其原因或者根源，
然后按照某种思维规律进行推理论证。 接着，还要

考虑“辞”所表述的事物之间类同或类异的关系，然
后这个“辞”才得以成立。 可以看出，墨家的“辞”，
首先具有试图反映客观事物状态的需要，其次还需

要经过“故、理、类”三者来将其证成，而这种证成，
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判断的因素在其中了，所以墨家

的“辞”毫无疑问是可以被看作命题的。
综上所述，墨家逻辑中显然具有符合论意义上

的“真”概念，同时墨家使用了“当”“然”“是”等词，
在不同的文本中表达了对于“辞”是否为“真”的判

断，这种判断是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判断。 而“辞”
正是墨家逻辑所表达的命题概念。

三、墨家融贯论的“真”

墨家逻辑具有“真”概念，已在前文中得以证

成，但墨家逻辑中是否仅存在符合论意义上的“真”
概念呢？ 在对于“三表法”的分析中已经发现，作为

墨家对于言辞判断依据的“三表法”，是通过将言辞

与语义上的历史、日常经验对比并进行判断，但由于

中国古代未能完全将思想独立于经验之上的特点，
可以发现，在“三表法”中实际上渗透着墨家本身所

具有的政治伦理主张，将之借由“先王”之口表述出

来形成判断标准。 同时，墨家在另一个作为判断依

据的“十论”中，亦表达了试图“我得以天下明法以

度之”的判断依据，在这里，墨子通过“天”之口所试

图表达的，就是墨家自己的规范思想。 针对这一点，
李申指出：“形式上……坚持人意服从神意。 但实

际上，墨子却是让神意服从人意。 因为所谓神意，不
过是墨子的主张。” ［２１］ 而这个主张，实际上就是墨

子贯通全文的“利”，也就是“兼相爱，交相利”。 因

此，墨家虽然在 “真” 词项的运用上，使用了诸如

“当”一类的辞来表达与事实相符的符合论意义上

的“真”概念，但墨家对于言辞判断的标准显然是并

不仅仅局限在符合论的意义上的。 墨家将整个“十
论”作为言辞判断标准的思想，更类似于融贯论意

义上的“真”概念。 纽拉特（Ｏｔｔ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认为，对于

真的检验是由信念自身内的一致决定的，而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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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与外部事实之间的符合［２２］ 。 墨家将“十论”作
为“真理”检验标准，显然是将其政治伦理的信念

“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了判断依据，而对于被判断

的“辞”，则似乎是看其是否符合在墨家的“辩”这一

推理系统之内的一致性。
当然，也可以试图主张墨家逻辑中的“真”概念

仅存在符合论一种，但如此假设会出现如下两个问

题：一是在《墨子·小取》中“是而然”的推理部分，
如果主张“是”和“然”二者都仅是符合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词项，那么就似乎存在着同义反复的问

题。 在这一解释下，“是而然”等同于在说“真是真

的”，但是后文的文中确是在说 Ａ 是 Ｂ、ＣＡ 是 ＣＢ 这

样的问题，前后两者在语用上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二是在“是而不然”的推理部分，如果坚持符合论的

特点，“盗人，人也” “杀盗人非杀人也”这样的主张

就难以成立。 显而易见，根据符合论的“真”概念，
“盗人”与“人”的外延是一致的，那么这里的“杀盗

非杀人”就不能是“不然”而应该是“然”。 根据这种

观点，程仲棠才会认为，“‘杀盗非杀人也’是墨辩的

一个 诡 辩 命 题， 其 逻 辑 要 害 在 于 包 含 双 重 矛

盾” ［２３］ 。
针对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承认，在墨

家逻辑中“是”这一词在此充分表达了符合论意义

上的“真”概念，即 Ａ 与 Ｂ 等同是真的，如“白马，马
也”这样的论断。 但对于“然”的使用就显然不仅仅

是具有符合论上的意义那么简单。 在“是而不然”
的推理中，有“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在这里的“不
然”表达的是“杀盗人是杀人”是“不然”，也就是非

“真”的，但是这样的判断显然无法通过符合论的真

理论来解释，因为从符合论的角度，盗人和人的外延

是等同的。 那么，“然”在此显然表达了一个对于

“辞”的判断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不是符合论的。 对

于这个问题，墨家自己其实也意识到有人会提出非

议，在《墨子·小取》中提到：“此与彼同类，世有彼

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

外闭与心毋空乎？ 内胶而不解也。 此乃是而不然者

也。”这里墨家解释道，不接受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

来源于对方内心封闭不去理解。 可以看出，墨家也

意识到这里的“是而不然”不是一个仅通过事实就

能够证成的推理，而是需要去理解和认识的。 这种

无法与事实等同的、需要通过理解的概念，显然不是

一个事实概念，而是一个道德判断或是墨家融贯系

统内的一种信念。 所以，在这里，墨家的“然”并不

仅仅表达了符合论意义上的“真”概念，显然更体现

的是一种融贯论意义上的“真”概念。
此外，墨家逻辑中的“辞”，是需要通过“故、理、

类”三者来得证的。 《墨子·大取》中说：“（夫辞）
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 三物必具，然后（辞）
足以生。”这里对立“辞”提出了三种要求。 其中“以
类行”尤为关键，因为一个推论，必须要根据“同类

相推”的原则才能进行下去，但是墨家的“类”并不

完全像方克涛提到的那样，仅是将具有内在联系的

事物通过“类”名表述出来，而不是通过“类”名来将

事物归类［２４］ 。 墨家的“类”是卷入了自己的思想特

点进入其中的，例如《墨子·大取》中说，“杀一人以

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

己以利天下”，这里的“一人”和“己”如果仅从事物

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那么二者显然是同为一类的。
但实际上墨家在这里，使用的是将“一人”与“己”划
分成了两类在使用，若非如此该论证就无法成立了。
通过这一论证可以看出，墨家在“类”的区分上，并
不是简单地将事物进行描述性的分类，而是带有自

己的政治思想特征的规范性的分类。 而作为由此

“故、理、类”“三物”逻辑证成的“辞”自然也并不仅

仅完全出于与事实相符这一描述性特征，而是渗透

了墨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于其中，本质上就是墨家的

“十论“及其核心“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
总而言之，在墨家的逻辑思想中，无论作为言辞

判断依据的 “三表法” 和 “十论”、“真” 概念词项

“然”以及墨家的“辞”即命题的证成，都体现出了一

种以其核心信念的一贯性作为“真”概念来使用的

特点，而这种特点，毫无疑问是一种融贯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

结　 论

在墨家逻辑之中，体现出了一种融贯论和符合

论兼备的“真”概念特点。 在过往的研究中，大部分

学者都试图通过中西对比研究的方法阐明墨家逻辑

中的“真”概念，基本上都将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

逻辑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墨家逻辑具有符合论意义

上的“真”概念的结论。 但是这种“真”概念的确立，
对于墨家逻辑中存在的“是而不然”等推理难以进

行解释，甚至导致一系列的争议。 根本原因在于这

种中西对比的研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

先秦时期思想的时代性和目的性特征。 当把墨家思

想的政治伦理特征纳入墨家逻辑的研究视野以后，
墨家逻辑的整体“真”思想就呈现出一种依托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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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法”和“十论”作为判断依据，以“故” “理” “类”
“三物”逻辑作为逻辑论证方式的融贯论意义上的

“真”概念特点。 符合论和融贯论的“真”思想是互

相渗透的，墨家在论证具体事物问题的时候，与对象

的符合显然是作为一种“真”的判断依据的，但是，
接纳这种判断依据本身也是与墨家论证的信念相一

致。 所以，融贯论的“真”概念在墨家的逻辑研究中

应该是更为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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